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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域、場域與轉向：近二十年來
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觀察與探索*

袁朝暉

［提　 要］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呈現出曲折的螺旋發展軌跡。 在這一過程中，
中國學者“內在意識”的覺醒———即不僅僅關注於具體的個案研究，而是在全球化視域下，從理論建

構層面和實踐角度探尋屬於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核心要素———已成為每一個學者孜孜以求的學術

目標。 叩問與回應、理解與開拓、視域與轉向，共同構成了這二十多年來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主題，

值得我們回眸與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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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神學探索必須忠於聖經，忠於歷史教會的教導，也同祖國的新面貌相稱。 ……我們必

須從我們自己的教會實際和社會實際出發，來演化出自己的思想和方針。”①這是丁光訓留下的一

段文字。 這段話雖然是說給三自教會的，但對於中國基督宗教史———尤其是本文所關注的最近 20

年來的回顧與展望而言，也是振聾發聵，值得深思的。
一直以來，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不可謂沒有輝煌過，也不能說沒有篳路藍縷過，特別是在 21 世

紀以來這短短 20 餘年的“翻騰”歷程中，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可謂經歷幾多風雨，幾番愁緒；有希望、
有失落；有收穫、有遺憾；有光芒、有晦暗，這些情緒的氤氳往往還是“混雜”在一起的，讓人、事、文
與思皆“五味雜陳”。 難能可貴的是，中國學界不僅僅關注具體的案例，也在全球化視域下探尋屬

於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核心要素，通過孜孜以求的“內在覺醒”開拓了中國基督教研究的前沿

領域。

一、視域：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支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才真正全面展開。 不可否認，整體而言，在取得了一些成績

的同時，學術研究的薄弱之處也不容忽視。 譬如，在 1981～ 1990 年間發表的關於教會和傳教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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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多篇論文中，反洋教鬥爭仍然是重頭戲，約有 300 多篇文章沿著兩個方向探討了這場延及半個

多世紀的鬥爭，②主要集中在教案的起因、性質和評價方面。
對於 21 世紀之前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而言，嘗試、選擇、回應構成了“尋路”的主題———這個

問題時至今日仍然擺在每一個學者面前：什麼是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支點？ 什麼是中國基督教史

研究最核心的內核？ 什麼是真正屬於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概念、範疇與體系？
在多學科日益交融的今天，若“剝離”了圍繞在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上的種種花環、外衣和裝

飾———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還是“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的依據與唯一性在哪裡？ 即中國基督教史

的邊界與內核何在？③

筆者以為，忠於聖經（尊重信仰）、忠於教會的歷史（尊重歷史），忠於祖國的新面貌（尊重現

實），這是對於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支點的最好的描述與定位。
類似的，漢斯·昆（孔漢思，Hans Küng）認為，神學和教會的本土化需要建基於以下四個詮釋

的前提之上：（1）復歸原始的符合聖經的信仰，而不是那些幾百年來在中國信徒中引發爭議的懺悔

式的、西方教會的教條。 “源自猶太教的基督教教義不需要傳統的希臘、羅馬、德意志或盎格魯撒

克遜的外衣，它能夠也應該穿上中式服裝。”（2）要基於當代人民生活經驗和當代社會—政治環境，
對原始基督教信仰作兼收並蓄的重新闡述。 做真正的中國人和真正的基督徒並不是互相排斥的；
（3）要注重實際的例子，不要囿於教條式的刻板的正統。 個人和教會團體的實際經驗對今天世俗

化了的中國社會有過並且依然有特殊的意義，“在中國，注重人民福利而不是以個人為中心的教會

團體可以成為社會進步的酵母。”（4）通過宗教復興文化，中國化了的基督教自有其美學、道德和政

治內涵，它可以為倫理、教育，為在民族和個人生存中發現並保持人的價值做出建設性的貢獻。 以

上這四個詮釋基督教神學的基礎，應該說是漢斯·昆深入觀察並總結西方教會在中國傳播及發展

的經驗及教訓之後得出的。 雖然這是他十幾年前的看法，但至今仍具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④

在筆者看來，其論點似乎與丁光訓的觀點不謀而合，那就是：尊重信仰，尊重歷史，尊重現

實———這才是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真正需要做到的。

二、場域：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辯證統一

筆者認為，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應做到忠於聖經（尊重信仰）、忠於教會的歷史（尊重歷史），忠
於祖國的新面貌（尊重現實）———這三者之間也是“三位一體”的：

首先，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必須是而且最重要的是基督宗教信仰與中國社會、文化和人的接

觸、結合與發展，因之，理解基督宗教和其所“接觸”的歷史之中國的種種，就應當成為中國基督教

史研究的首要問題。
這其中，丁光訓還特別提出要把“基本信仰”（信仰）和“神學思想”（學術）適當地分開，值得研

究者反復思考與警醒。 他指出，把“基本信仰”（信仰）和“神學思想”（學術）適當地分開，是三自愛

國運動從四十週年到五十週年這十年期間，中國教會在神學研究上的一個重大發展。 這一發展使

中國基督教既能保證持守純正的基本信仰，又能有活潑的思想和見證；既能有利於基督徒在共同基

本信仰基礎上的團結，又能有利於我們作出適應處境的見證。 讓屬於學術的屬於學術，屬於信仰的

歸於信仰，二者不矛盾，相互有別。⑤

其次，基督宗教首先是一種宗教，一種思想，一種信仰體系，“但是研究者往往重視了基督教介

紹的西方文化，卻忽視了對宗教文化的研究，因此也不能揭示基督教文化如何成為中國文化的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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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⑥這意味著，基督教研究需要凸顯人的主體性，並回歸信仰本身。
再次，對於任何學術研究者而言，總是立足現實“回眸”歷史、對歷史抱有“理解之同情”固然重

要，但“理解”應包括三個條件：歷史資料、歷史場景與歷史哲學的建構。 至於如何把歷史學、宗教

學和社會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更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新趨勢。 在這樣的理解邏輯下，信仰、歷史和

現實構成了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三要素。 這也是本文對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近期呈現的一些轉向和

努力進行評判的標準。
不研究基本的信仰問題———如後文中將要討論的聖經與中國社會研究的深入，基督教信仰思

想如何傳入中國並生根、開枝、成長，宗教生活與中國社會的嵌合等等———就只是純粹的歷史研究，
至多不過是文化史學或者社會史的範疇，而非宗教性的或宗教史的；

不研究教會的中國歷史———如我們會談及的中梵關係、區域發展等———就無法洞察和真正知

曉中國基督教是如何成為現在的樣子，何以至此，也更無法為信仰之今日做出正確的答案，比如

“在對基督教的研究中，往往以差會和傳教士為中心。 實際上，基督教成為中國宗教，外國差會開

了個頭，中國教徒起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對中國教會人士的研究比較缺乏”。⑦———就只能是充

斥著非科學性的純粹的信仰辯護而非客觀的學術研究，更有可能霧裡看花，以訛傳訛；
不立足當下，不回應現狀，不正面現實，不借助今日學術成長與發展之果實而一味守舊抱殘，不

以今日的基督宗教信仰與歷史研究來回應中國基督教當下之“疑問”———如後文將要討論的基督

宗教中國化發展的新思考等———就“虛無”了歷史，“解構”了信仰，也真正讓基督宗教走向了時代

的“對立面”，消解了基督教“為當代日益發展的中外文化交往、為中華文化的有容乃大、生生不息，
提供歷史的觀照”⑧的重要使命。

三、轉向：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探索意識

評判當下或較近時期的歷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對於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尤為如此，所幸徐以

驊、陶飛亞、楊衛華等學者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大量有價值的研究和討論。⑨本文不擬重複前賢的高

論，而是在他們提供豐富“給養”的基礎上，基於本文的邏輯定位———尊重信仰、尊重歷史、尊重現

實，筆者將就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在二十一世紀，尤其是近年來的轉向與發展做出一番描述。⑩且地

理區位上僅限於大陸學者，不涉及港台及海外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人士。 文本選擇也非面面俱到，而
是基於前述邏輯體系，主要選取近 20 年在筆者看來比較有新意、創見和開拓性的部分著述，雖難免

掛一漏萬，但也希望嘗試進行學科史的“在場建構”。 尤其要說明的是，本文所勾勒的“轉向”中的

書稿很多尚未出版或未有中文譯本；本文中陳述的某些看法，也是筆者在多年工作實踐中與學者們

交流的所想、所感、所得，雖未一一列出姓名，誠不敢掠美。
（一）尊重信仰

1. 聖經與中國的理論探討

聖經研究在西方學術研究領域佔有十分顯赫的位置。 而與中國的相遇、交融與深入也一直是

學者研究的重中之重。 根據筆者的立論，即基督宗教信仰與中國社會、文化和人的接觸、結合與發

展，河南大學文學院程小娟的《God 的漢譯史———爭論、接受與啟示》是近年來的代表作之一。
作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God 的漢語譯名是基督教在華傳播史和聖經漢譯史上最核心的問題

之一，眾多傳教士參與討論，不少中國人也直接或間接參與其中，討論斷斷續續持續近三百年，留下

了豐富的文字資料，其中蘊含著中西方宗教、文化、語言最深入的碰撞和交流，並再現了中西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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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大型歷史場景。 該著作從一個看似具體而微的研究對象為切入點鋪展開來，卻呈現出一個錯

綜複雜、具有宏觀性的研究領域———對 God 漢譯討論歷史的梳理，分為明末清初、新教來華早期、
1877 年新教傳教士大會前後和 1890 年新教傳教士大會前後四個討論比較集中的時期，為後續討

論提供了一個歷時的視野。 其次是截取 1875 年至 1877 年、1890 年至 20 世紀初兩個時段，以翻譯

過程的構成要素為理論框架，詳細剖析《教務雜誌》所發表的譯名討論文章，總結出傳教士在四個

方面的主要分歧：對原文理解的分歧，對譯入語理解的分歧，對當下讀者看法的差異，對譯者自身所

處傳統的不同理解及個人取向的差異。 在此基礎上，作者反思了可譯性問題、詮釋衝突問題和傳播

中求同與求異的兩難問題，嘗試從傳教士的討論中尋找解決難題的方案。 該研究除了呈現相對完

整的接受史之外，也著重通過個案考察，凸顯接受者的主體性及其在不同歷史處境下的不同理解，
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2. 基督教神學中國接受史的開拓

基督教神學（哲學）思想的中國接受史，是學術界引人關注的標誌性研究事件。 之所以說“標
誌性”事件，是因為在過去的研究中，中國和基督教思想世界之間似乎橫亙著一道城垣，學者的研

究總是“笑問客從何處來”，而不探求“何以”是這位“客人” （基督教思想）以及客人的“人生” （基
督教思想的研究）以及如何“待客” （基督教思想在中國的接受與理解）。 如果用傳播學的話語就

是：消息—媒介—受眾—傳播者—效果（拉斯韋爾五要素）的邏輯發展圖式，以此來解釋的話，中國

傳統的基督教史研究更關注“受眾—傳播者—效果”而忽視了“消息—媒介—受眾”的前置環節，因
而導致了基督教神學中國接受的理解的“似是而非”與莫衷一是。 在這一領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

界宗教研究所周偉馳的工作可謂開拓性的。
在即將出版的關於奧古斯丁東傳的新作中，周偉馳強調，隨著天主教傳教士明末來華，中西文

化交流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具有“異質性”的奧古斯丁哲學，也有了與中國人進行對話的真實

可能性。 第一代來華的耶穌會士羅明堅和利瑪竇即已在著作中談到奧古斯丁。 明清之際，奧古斯

丁的形象出現於“聖人傳”當中，奧古斯丁的思想以語錄的形式流傳，影響到中國天主教信徒。 晚

清新教傳教士撰寫了現代意義的奧古斯丁傳記，並首次翻譯了《懺悔錄》。 民國以後，中國新知識

分子崛起，他們在教界之外譯介奧古斯丁，使奧古斯丁走出“教會”，進入“社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以後，奧古斯丁的介紹受意識形態影響較大，但在翻譯方面仍有成果。 改革開放後，奧古斯丁

翻譯和研究進入良性循環。 新世紀以來，兩者皆呈現加速度發展的態勢。 作者詳細梳理了奧古斯

丁思想和學說在中國的譯介、流變、理解和研究的歷史，透過奧古斯丁思想漢傳過程中的點點滴滴

和區域、思想、教會等多方面的影響，做出了該如何理解、詮釋和運用奧古斯丁，以奧古斯丁來觀察

中國思想，並在中國的思想脈絡中提出中國的問題，借鑑奧古斯丁予以解決，作為學術共同體起點

的嘗試。
思想是“靈動”的，也是“靈氣”的，它們不僅僅是在傳播，也有與本土文化的交融。 在這一領

域，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張洪彬之《祛魅：天人感應、近代科學與晚清宇宙觀念的嬗變》值得關

注。 作者從思想史層面入手，審視晚清基督教自然神學及其中包含的近代科學知識對傳統宇宙觀

的挑戰，並考察本土知識分子如何運用以生物進化論為基礎的天演論來回應挑戰，進而解釋傳統宇

宙觀的祛魅和信仰傳統的正當性衰弱。
3. 宗教生活史研究正在異軍突起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劉清華的《皇城的天主教社區：北京北堂 1688⁃1827》，係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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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近年來所見之關於宗教生活史研究的力作。 與過去研究 18～ 19 世紀中國天主教史以“禁教”為
核心的傳統政教關係視野不同，該書從一幅珍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清中期北京天主教堂區節日

慶典圖像出發，提出以宗教社會史的方法，透過社區宗教事實和實踐，來考察天主教社區的生存日

常。 以往對中國天主教社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鄉村地區，鮮有對城市宗教社區的長時段研究，這本

著作可謂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凸顯了城市宗教社區在傳統社會中的獨特性。 同時，作者也引出

了以往中國天主教史研究中被忽視的另一個突出問題———重視外國傳教士而忽略本土神職，並列

專章討論了本土神職的國際培訓、本土培養以及該群體的重大意義。
簡言之，通過對歷史事件內外因素的縱向梳理，對宗教實踐諸多因素的橫向解析，對傳教與信

教，網絡、組織、儀式與實踐的多層面考察，並結合教會、地方、宮廷等多語種一手史料的分析，從社

會史的角度對宗教組織的日常實踐加以審視，有助於更好地理解鴉片戰爭前夕天主教在中國政治

與社會中的歷史常態。 由此觀之，該著雖以北京北堂為中心，實則並非一個封閉的單向空間，作者

以這一特殊場域為線索，將社區與城市、區域與全球加以綜合考察，此乃其用功之處。
以往國內宗教生活史的研究大都是圍繞過去傳統的套路，北京大學哲學系肖清和的《天會與

吾黨———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體研究》則巧妙地選取了“天主教徒群體”這一新視角，採用理論分

析、結合宏觀與細緻個案的綜合研究，對明末清初天主教進行比較全面的整體把握與重新梳理，探
究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體之形成及其與中國社會之間的互動，闡明了明末到清初天主教徒群體

交往與認同所發生的變化及其原因等重要議題，為考察明末清初天主教發展提供了嶄新的視野。
與之類似的是，過去關於中西文明衝突的研究也多聚焦於民間信仰或民間宗教與基督宗教，特

別是天主教之間的糾葛纏繞，但兼具特色和開創性的文本也不斷湧現，如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

黃薇的博士學位論文《勸說與規訓：基督教與近代上海社會風尚》描繪了從鴉片戰爭後西方帝國主

義入侵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百多年間，處在中西文明衝突與交匯點的上海。 在這一時期中，
上海一直是西方在華傳教運動的中心，其社會生活的變遷受到了包括基督宗教文明在內的西方文

明的巨大影響。 該著作即以此為切入點，通過“勸說”和“規訓”兩個維度，探索不同歷史時期、不同

環境下在華基督教會與傳教士在社會生活領域中關注點的變遷，及其對上海社會風尚造成的影響。
“勸說”是指通過運用各種策略，使被勸說者願意採用勸說者提出的意見或行為趨向。 “規訓”則是

一種“權力—知識”相結合的產物。 在文化上的規訓，即通過文化風氣的薰陶、風俗習慣的養成，乃
至意識形態的灌輸，從而將其納入與規訓者相同的文化語境中，減少“西方人”在殖民化過程中產

生的衝突和摩擦。 當艦炮和條約漸次退居幕後，上海城內的租界和西方人群體的活動如同一幅活

動的“西洋景”，逐漸顛覆了傳統中國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各種各樣來自異質文化的習俗悄悄進入

到普通民眾的生活當中去。 作者依據傳教士出版的各種回憶錄、書信集、中外教會機構的檔案以及

教會出版機構出版的大量圖書、期刊等中西文獻，探討社會風尚與基督教的互動關係，讓人視野

一亮。
（二）尊重歷史

1. 不約而同

儘管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時至今日，尚無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撰的規模宏

大、理論豐富、體系完整的中國基督宗教通史著作問世。 不過，在某些特定領域，這一局面正在發生

令人欣喜的變化。 伴隨著中梵關係出現的“改變”、中國天主教史研究的“內冷外熱”以及眾多海外

學成人士的各方面積累，近代中國天主教史尤其是中梵關係有了巨大的學術突破，比較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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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著作有三部：
（1）中山大學歷史學系謝斯傑的《漫漫長路：羅馬教廷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此書對於中國天

主教史、特別是中梵關係研究做出了一個“銳利”的嘗試。 作者系統梳理 19 世紀以來羅馬教廷與

中國政府的歷次建交談判，考察了清末李鴻章主持下的建交通使談判；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陸徵祥所

推動的建交談判；民國初期剛恒毅（Celso Costantini）來華後所主持的簽訂政教協定並互派使節的

嘗試；1942 年重慶政府派遣謝壽康為首任駐教廷公使，並代表中國向教宗遞交國書，完成了單方面

通使；1946 年教宗派遣黎培里（Antonio Riberi）來華等，重點闡述了建交進程中影響雙邊關係的內

外因素、談判細節以及雙方關係的可能走向，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國際學術界在當代羅馬教廷與中國

關係史研究領域的部分空白。 特別是，作者很好地利用了 2020 年羅馬教廷最新開放的庇護十二世

時期的檔案，在結合前賢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充分挖掘了羅馬教廷國務院檔案館的第一手文獻。
應該說，這部著作涵蓋了整個近代中國天主教史的時間脈絡，打破了以往以問題、事件、人物或

衝突為主題的傳統研究模式，也更為準確地以中梵外交關係這一主線梳理了近代中國天主教歷史

的方方面面，可以說是比較“純正”的中梵關係史，或者在中國天主教史的脈絡中卻能盡量跳出上

述傳統的不足。 惜乎暫無中文版本的出版。
（2）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張銳的《教廷特使多羅與中梵早期關係（1622⁃1742）》。如果說謝

斯傑的著作嘗試補補了近代中國天主教“通史”的不足，並且從“純正”的教廷外交歷史出發的話，
那麼張銳此書則以一種更“艱難”的方式，對更早時期的中梵關係做出了梳理，也構築了天主教中

國行傳史的早期“軌跡”。 該書聚焦於近代早期首位來華的教廷特使多羅（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他於 1702 年離開羅馬，1705 年抵達北京，1710 年卒於澳門。 教廷遣使旨在加強與中

國的對話，推動雙邊關係的發展。 但在中外關係史的研究版圖中，對這位教廷特使的認知仍比較有

限。 前人的研究大多基於某些天主教修會的文獻或少量清宮檔案，從第三方的角度進行敘述。 該

書的獨特之處在於直接從特使的書信手稿出發，揭示其內心世界，反映了教廷的關注焦點。 全書以

多羅八年的履職經歷（1702- 1710）為考察線索，以羅馬教廷原始檔案為研究視野，重點考察了梵蒂

岡圖書館、梵蒂岡秘密檔案館、傳信部檔案館、信仰教理部（原“宗教裁判所”）檔案館的第一手史

料，梳理了教廷對華政策的演變路徑。 該著作的另一特色在於整理和研究了 18 世紀教廷內部文獻

《多羅樞機使團史》，該文獻編者為多羅特使在意大利的代辦（Procuratore）法蒂內利（Giovanni Gi⁃
acomo Fatinelli），重點陳述了多羅出使的前因後果，梳理了教廷與中國關係的歷史脈絡。 由於其所

包含的文獻數量巨大，語種多樣，除了 17～ 18 世紀晦澀難懂的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

文外，還有不少拉丁文手稿，讓人望而卻步。
（3）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劉國鵬的《中國化與大公性雙重張力下的中國天主教

會》。該書以中國化與大公性雙重張力下的當代中國天主教為論域，點面結合，側重考察和反思改

革開放以來中國天主教在中國化和大公性雙重維度和視域下的自身建構與路徑探索，及其所取得

的成就和面臨的挑戰。 全書在結構上共分為三個單元，總計五章：第一、二章構成一個單元，側重綜

合觀察 1978～2012 年這一時段內中國天主教的實體發展與文化主體建設；第三、四章構成第二個

單元，強調透過田野調研和實踐檢驗來剖析天主教中國化的現實性與差異性；第五章則獨立構成第

三個單元，旨在以焦點透視的方式，探討中國天主教會在中國化與大公性雙重張力下的自我調適與

面臨的挑戰。 該書試圖通過上述五章、三個單元，以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方式探討改革開放以來天

主教中國化的普遍特徵與地方差異、共性與個性、理論探索與現實處境，進而探析改革開放以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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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中國化的探索與成就、機遇與挑戰，從而為理解當代中國天主教的基本特徵與內在邏輯提供一

份具有導引性的闡釋和說明。 該書為近年來較為系統地論述中國大陸當代天主教發展現狀的專業

性著述，在某種意義上填補了國內在該領域的一大研究空白。 該著作有關中國化與大公性雙重張

力下的當代天主教的理論梳理與實踐檢驗，外在聚焦和介入式觀察，多是採取宗教社會學的學術視

角和方法，時間跨度則是從“改革開放”到 2018 年的 40 年，以期從整體到局部、從宏觀到微觀，對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天主教會有一個全景和切片式的掃描和聚焦，尤其是對以往該領域專業學者

較少涉足和總體研究不夠深入的某些區域和主題，如地方天主教會的現實存續與自我調適、政教關

係中的政治認同、中國天主教會與包括海外教會在內的世界各地天主教會的交流與互動、中梵關係

的近時段跟蹤與考察等，均試圖勾勒出一幅整全的、富有深度的動態化圖景。
此書和劉國鵬早前的成名之作《剛恒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以首任駐華宗座代表剛

恒毅（Celso Costantini）在華教務活動（1922～ 1933）為經，以同時期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運動為

緯，在充分利用教廷檔案的基礎上，以多語種文獻，多元研究視覺為解讀進路，綜合、立體地勾勒了

20 世紀 20～30 年代中國天主教“本地化”運動的挑戰、問題和階段性成果———構成了“姊妹篇”。
有意思的是，如果從時間軸的角度看，上述三部著作，《漫漫長路：羅馬教廷對中國的外交政

策》、《教廷特使多羅與中梵早期關係（1622⁃1742）》與《中國化與大公性雙重張力下的中國天主教

會》，加上《剛恒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巧妙而“默契”地構築了中國天主教的“通史”之論，看
似偶然，實則必然。

2. 蓄力待發

關於中國基督宗教通史著作的編撰工作，學者們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
新近出版的《中國基督宗教史（635—1949）：一種跨文化視野》，由上海大學文學院陶飛亞與

香港聖公會魏克利（Philip Lauri Wickeri）共同主編，這是中西學者合作撰寫中國基督教史的一次嘗

試。 該書借鑑融合過往 30 年所湧現之中西研究方式及研究成果，作出新的探索和敘述。
周偉馳亦正在由太平天國研究而上溯至鴉片戰爭前的“南洋西學”，再下延至廣學會和民國脈

絡，欲撰寫中國近代基督教思想史（1807～1949），目前正補寫明清基督教思想史，以構成一部完整

的四百年來知識觀念全球化中的中國基督教思想史。
再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唐曉峰正在籌劃中國基督教通史的寫作工作，已發表了

許多初步成果，並得到了積極的反饋和熱議。 唐曉峰認為，宗教學界一般以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

溫、明末清初天主教、1807 年以來的基督新教四個階段來劃分中國基督教史。 這種劃分法既著眼

於中國基督教縱向的歷史沿革，同時兼顧了各個階段基督教傳播的主要內容和重要特徵。 但我們

也要看到，這種四階段劃分法潛在地割裂了中國基督教史的連續性，既成事實的分隔在中國基督教

歷史著作中已經屢見不鮮，這種缺憾在唐元之間中國基督教史的書寫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這些觀點已經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討論。

3. 方興未艾

如果說中國基督宗教的歷史書寫正呈現出多元一體的“不謀而合”和群策群力的“蓄力待發”，
那麼作為基督宗教史研究根基的中國基督教史料學與歷史文獻學的不斷融合，則為中國基督宗教

史的未來寫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歷史文獻學和中國基督教史的“聯姻”———運用歷史文獻學的

方法、以歷史文獻學的視角開展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正方興未艾。
眾所周知，漢語天主教書籍不僅是明末清初產生的新文獻群，在中國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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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宗教史等學術研究中也具有重要價值。 其中，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毛瑞方在《漢語天

主教文獻目錄編纂史概述———以教外知識分子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以明清漢語天主教文獻目

錄為研究對象，以綜合目錄和專題目錄兩種類型的橫向標準和各部時間先後的縱向標準，立體呈現

了從晚明至今的一些中、西文目錄收錄明清漢語天主教書籍的情況。 此外，還有一批學者在梳理和

總結中國古籍目錄對明清漢語天主教書籍的著錄情況做了大量的基礎性工作，恕不一一羅列，但意

義不言而喻。 可以說，將明清時期的這批文獻統稱為“明清漢語天主教書籍”，重設其廣義內涵並

探研其各個時期的歸類特點及原因，是呈現宗教與學術、文獻與文化互動過程的又一個典型案例，
可以從中挖掘不同學術領域有價值的文獻內容，亦可通過不同時期的古籍目錄對明清漢語天主教

書籍的著錄情況及特點，反觀不同時期歷史、文化、學術、政治、經濟等狀況。 這是一個全新的視角，
為中國古代史、基督宗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研究增添了歷史文獻學的學理支撐。

（三）尊重現實

1. 實證空間的打開

區域基督教史研究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可能性，很多論題獨具慧眼，並注重將基督教傳播與地方

政治、經濟、文化變遷深度融合。 其中，最為可觀的當屬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徐炳三的

《“扭曲”的十字架———偽滿洲國基督教研究》、《近代中國東北基督新教研究（1867⁃1931）》以及

山東大學歷史學院胡衛清的《近代中國教會的自立———以潮惠長老會為個案（1881⁃1949）》 等

著作。
《“扭曲的”十字架———偽滿洲國基督教研究》以東北淪陷時期的基督教為研究對象，對這一時

期東北基督教會的境遇、變遷、發展和衰落進行探討，旨在通過宗教社會史的研究路徑，推動中國基

督教史研究。 同時，以偽滿洲國基督教為個案，探討淪陷區政教協同體系的建構過程和形成機制，
揭示日本本土的宗教政策和政教關係對淪陷區宗教及社會的影響，分析日本宗教組織在淪陷區宗

教控制和社會整合中所扮演的角色。 它以大量扎實的史料，回答了偽滿洲國基督教與中國和世界

政治的關係這一高度敏感且具有挑戰性的話題。 《近代中國東北基督新教研究（1867- 1931）》則以

東北社會變遷和政局變動為背景，以東北基督教會在不同時期的處境、對政治問題的回應以及這種

互動對教會發展的影響為主線，揭示近代東北教會這樣一個特殊的組織與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關

聯及影響政教關係的種種因素，進而揭示在政治影響下信徒群體之間、教會宗派之間、人與人之間

的複雜關係，從而在一個更為宏大的社會背景下探討中國東北教會的境遇和特點。
胡衛清則關注到教會自養問題。 他以潮惠長老會為個案，指出在教會的早期自立運動中，經濟

上的自養被認為是教會能否實現自立的前提———潮汕地區長老會的自養狀況究竟是怎樣的？ 已經

達到了什麼水平？ 是什麼因素制約了教會的自養？ 自養與自治和自傳的關聯性何在？ 其次是自

治；第三是差會因素與民族主義。 作者借鑑社會經濟史、宗族史、華僑史的研究方法，盡可能對與自

立運動相關的要素進行量化分析，同時對自立運動的內部動因進行解釋，希望以此勾勒出本土教會

成長的大致軌跡，同時，為避免在研究中“只見機構不見人”的弊端，作者不避煩瑣，力圖對相關人

物的活動進行細緻梳理，以展現教會自立運動本身豐富的內蘊。
當然，這裡只是掛一漏萬，在區域（地方）基督教史研究蓬勃發展的 21 世紀，佳作不斷誕生，如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吳義雄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1807⁃
1851》、暨南大學文學院吳青的《何明華與中國關係之研究（1922⁃1966）》等。 目前全國各地都

在由學者編寫當地的基督宗教歷史，頗為可期。 總體而言，區域研究，正在成為中外學者都下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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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的一個並不“煥然”但卻“一新”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熱點。 對於這一成因，有幾個方面的

因素：
（1）材料，材料，都是新材料

徐炳三指出，研究區域或地方基督教史的有利和不利條件均是史料。 由於區域（地方）的歷史

因素，中外文基督教檔案、地方文獻、個人回憶、書札信件、野史軼聞甚至口口相傳，凡此種種，都為

區域（地方）基督教史研究提供了多元豐富和相互佐證、質疑與反思的多維視角與材料“供給”。
很多學者通過全面爬梳和深度研讀中外文基督教檔案，扎實掌握了基本史實；同時也嘗試跳出

教會史料，從地方文獻入手，以避免史實同質化：深入研讀基督教檔案，尤其是外文差會檔案，是開

展基督教區域史研究最基礎的工作。 必須要確保史實足夠清晰、內容足夠細緻、問題足夠明確，才
能為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 然而，差會檔案往往存在千篇一律的缺點，即各個差會在各地的傳教記

錄大同小異。 雖然不同地區的記載一定有差異，但共性還是主要的，僅憑檔案本身書寫的不同地區

的基督教區域史，往往存在嚴重的同質化傾向，從而抹殺了區域特色。 同時，通過這種方式做出來

的成果，研究框架也高度相似，很難找到突破點。 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必要跳出教會看教會，先廣泛

研讀大量地方文獻，考察教會與社會之間可能的關聯，進而再結合教會史料做研究。
（2）區域（地方）與世界

徐炳三認為，基督教區域史研究須觀照基督教發展全域，體現局部與整體的相互關聯；同時應

與其它地區作適度比較，以凸顯地方特色。 基督教在地方社會的傳播並非孤立的，它有其西方源

頭，同時在中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均有傳播，故而考鏡源流、觀照整體基督教史至關重要。 中國基

督教史是世界基督教史的一部分，中國區域基督教史是中國基督教史的一部分，不同局部共同構成

了整體，但整體又統攝了局部的演進，兩者是辯證的關係。 從局部觀照整體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地方

的問題，但並不意味著地方基督教史必須寫成整體史的縮小版，這反而是我們要極力避免的。
此外，將某地區的基督教史與其它地區比較也至關重要，尤其是同一教派在不同地區的傳播，

這是體現區域特色的關鍵。 放大來看，中國基督教史也應與其它國家作比較，中國學者除了與日

本、韓國等少數國家基督教史有所參照外，其它地區幾近空白，或為日後努力的方向。 即便開展單

一教派在某一區域內的研究，也要觀照不同教派之間的關聯和對比，同時要考察西方傳教士與中國

基督徒關係的演變。
近代中國各地往往有多個基督教宗派傳播，它們劃區而治，在和諧相處的大氛圍下也存在相互

競爭，尤其是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特別明顯。 不同教派在同一個社會環境下傳播，若存在傳教策略和

效果的差異，則可以凸顯各自的特色。 傳教士和基督徒是基督教組織的兩大主體，講述兩者的故

事、考察雙方關係的演變是基督教區域史研究的核心要素，它反映了地方教會權力格局的此消彼長

和變化。 中國基督徒群體值得重點探討，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與非信徒的關係、行為習慣、心路歷

程、自我調適等等，均可以呈現基督教區域史的多重面向，豐富相關研究的細節。
（3）現場猶在

同時，區域（地方）基督教史研究的“勃興”與田野調查及口述訪談的“便利”不無關係。 前文

提到的“口口相傳”的歷史傳說、家族回憶、集體記憶和個體經歷等，都是基督教區域史研究的重要

輔助手段，有助於史料的獲取和增加歷史現場感———特別是對於很多歷史尚未遠離的情境來

說———田野調查和口述訪談往往會給基督教區域史研究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依然有可能從某些

基督徒的後人那裡淘到獨特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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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論空間的嘗試

關於“宗教中國化”、“基督教中國化”認知問題的討論，其內涵與外延不斷拓展。 近年來，“基
督教中國化”研究廣受海內外學界關注，卓新平、張志剛、唐曉峰、游斌等學者都致力於探討、構建

和豐富基督教中國化的理論內涵與實踐路徑。 這當中，我要特別提及吳青在其最新的一篇論文中

嘗試論述“基督教中國化在香港”這一問題。

吳青認為，基督教中國化在香港的演化過程，對香港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自 20 世紀初起，面對

中國社會的劇變以及悠久的中華文化傳統，香港聖公會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與白約翰（John

Gilbert Hindley Baker）兩任會督在中國社會政治處境中，理解中國精神與品格，將基督信仰與中國

文化相結合。 他們不僅主張中文教育、重用華人牧師，而且對基督教與中國的關係給予新的闡釋，
使基督精神與中國社會得以和諧融合。 基督教中國化不僅發生在當代，而且從西方傳教士踏上中

國土地就開始了，他們學中文，用漢語書寫，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解釋基督教義，這是基督教中國化

的開始。 因此，基督教中國化必需具備三個要素：說漢語、用中文書寫、以中國人為主體。 同時，在
空間建構上，中國化不僅是中國內地基督教的本地化，也是超越地理的一種文化、政治表達與訴求。
以香港為例，香港基督教並不是基督教中國化的孤島，恰恰是基督教中國化最具國際特色和中國風

格的融合體。 故此，基督教的中國化，最終解決的是基督教與中國人的關係。 基督教中國化，不只

是中國人參與的基督教中國化，也包含歷史上所有為基督教中國化貢獻生命與智慧的人士，包括西

方人在內。 他們理應是基督教中國化的一部分，這也是全球史視野中基督教中國化的應有之義。

四、結語

巧合的是，整整 20 年前，孫尚揚與鍾鳴旦合著的《一八四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提到，在過去

25 年中，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研究發生了重要的範式變換。 一般說來，這一變換是從傳教學和歐

洲中心論的範式轉到漢學和中國中心論的範式。

20 年後，筆者以為，孫尚揚與鍾鳴旦所言的範式轉換仍然在進行中，但伴隨著中國基督教史研

究的“內在覺醒”，這一範式的轉移正在從“傳教學和歐洲中心論的範式轉到漢學和中國中心論”、
從對於“什麼樣的模式來闡釋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歷史：文化交流的模式，中國現代化進程因素模

式，抑或是邊緣宗教模式，開化方案模式，還是自我與他者模式”的討論，進而步入到中國基督教

史研究的自身內核與外延的自我認知、自我定位與自我反思。 這三個轉換之間絕非矛盾，而是事物

螺旋發展辯證統一的必然路徑與自身訴求。 讓信仰的歸於信仰，讓學術的回歸學術，讓“歷史”展
現歷史———彼此必然交匯、互補，卻也涇渭分明，前提是，我們承認宗教在社會發展中起著不可忽視

的重要作用。 如此，尊重信仰、尊重歷史、尊重現實，作為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支點，在還中國基督

教史研究本來的面目努力之上再生繁花，或能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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